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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的“红色经
典”在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间所展现出的频繁的
文本修改潮流，既是作家完善自有文本艺术体系
的审美需要，也是特定时代政治意识对文学进行
强力规范的结果。单就《红旗谱》而论，其版本体
系较为复杂，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几
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版本学谱系。它不但有初
版本、再版本、三版本、四版本，还有外文版。再
加上各种普及版，其版本形态就愈发变得复杂
了。而在手稿版里，既有作家的亲笔手稿，又有
他人的代笔手稿。对于两类手稿的识别、校勘及
研究，也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学术课题。这些
版本及手稿都因受不同时期政治气候的影响，其
对人物性格和命运发展的表现、对小说内容和主
题的表达，都表现出了不小的差异性。查阅近十
几年来的版本研究成果，学界对《红旗谱》版本谱
系的研究，依然存在着争议。而对其手稿的研究
囿于史料的限制，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要对

《红旗谱》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搞清楚它的版本
体系，特别其手稿与几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就显
得尤为重要。

一
郭文静、田英宣、张立、刘运涛、张金池、宋安

娜等都曾对《红旗谱》的版本问题进行过梳理和
研究，但他们对不同版本，特别是初版本的认定
常有分歧。比如：《梁斌著作年表》（收入《梁斌作
品评论集》）和《〈红旗谱〉新旧版本比较》的作者
都是郭文静，一个写于前期，一个写于后期，其对

《红旗谱》4 个版本的认定就前后矛盾；刘运涛、
张立等人对初版本时间的确认与田英宣、郭文静
的认定也不一样，前者认为是1958年，后者认定
为 1957 年。这都是源于史料困乏所致，确有再
次澄清的必要，以助益《红旗谱》的接受、研究与
传播。在已发表的论文中，龙瑶的《〈红旗谱〉版
本研究》（硕士论文）可称为一篇集大成的、对其
版本进行学理化研究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不
但对其版本体系进行详细地梳理，对已有研究成
果进行深入、客观的评介，而且还对其版本的修
改情况、修改原因、修改效果进行了学理化的研
究。当然，他的有关版本体系的研究，都是建立
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

笔者参考田英宣的《〈红旗谱〉的几种版本》
和龙瑶的《〈红旗谱〉版本研究》，再查阅中国现代
文学馆馆藏资料，可以再次确定，并澄清如下事
实：

《红旗谱》的初版本时间为1957年11月。中
国现代文学馆作家文库藏有初版本2册，其版本
情况如下：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国青年出版
社印刷厂印刷，1957年11月北京第一版，1957年
1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韩恕设计封面，印数
52000册（含精装本15500册），定价1元3角。据
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初版本的时间为 1957 年
11 月。再查阅梁斌的著作《一个小说家的自
述》，在该书第571页有这样一段话：“1957年，新
历年底，《红旗谱》出书，萧也牧带着书来看我，说
我没白住了医院……《红旗谱》出版，对于治病来
说，是很大的助力”。这也可说明该书初版本时
间就为 1957 年，而不是如上述几位学者所说的
1958 年。那么，为什么会形成初版时间为 1958
年1月和1957年11月这样的分歧呢？这还需从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 年 1月的版本说起。这是
因为，中青社曾经在 1958 年 1 月出版过《红旗
谱》，也标注：“195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195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印数 52000 册（含精装本
15500册）。”学界对初版本时间的认定出现分歧，
其错判的根源就在此，即错把“1958 年 1 月北京
第 1 版”当作初版时间了。今天，我们可以对这
一现象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1958年出版的《红
旗谱》的确也是初版本，不过，它是 1957 年初版
本的复印本。只是由于出版者在标注版本信息
时，没有清楚地写明初版本信息，从而引发误判
现象。

它有 4 个流行的版本，分别为 1957 年本、
1959年本、1966年本、1978年本。除了上述初版
本之外，其他3个版本分别是：1959年9月，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旗谱》第二版，且为精装本，
内容有所修改和增删，增加了《漫谈“红旗谱”的
创作》和《附录：“红旗谱”方言土语注解》两部分
内容；1966年，中青社出版第三版。关于该版时
间认定情况可参考田英宣的《〈红旗谱〉的几种版
本》一文；1978 年 4 月，中青社出版第四版，郭沫
若作封面题字，黄胄作封面画。第四版版权页写
有“195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1978 年 4 月北京第
18 次印刷”，虽然标注了初版时间，但这个时间
是有误的，应该是 1957 年 11 月，而非 12 月。其
实，关于《红旗谱》的版本体系，其第 4 版书末附

有梁斌写的“后记”，其中有几句话如是说：“……
我根据读者意见作了两次修改，到一九六六年，
共有三个版本，三个版本各有不同。但限于水
平，修改得还是不够好……我是这样想：艺术是
无止境的。我这本书在第三个版本上又做了一
些修改，也可能还是不够好……《红旗谱》第四个
版本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期待亲爱的读者朋
友对它展开热烈的讨论，继续提出意见，我当作
再次修改……”这些文字也有助于我们理清《红
旗谱》的版本体系。

除了国内的这4大版本外，《红旗谱》还有多
个外文版。根据田英宣的统计，目前见到的外文
版主要有：日、俄、越南引进翻译的 3 种，中国外
文出版社组织出版翻译的英、法、西班牙3种，还
有朝鲜、哈萨克两种少数民族语译本。中国现代
文学馆藏有英文版、俄文版。英文版初版、二版、
三版时间分别为1961年、1964年和1980年，译者
为戴乃迭，黄润华作插图，共计 479 页。俄文版
初版时间为1960年，译者为H.巴哈诺夫、H.扬诺
夫斯基，由（前苏联）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
版，共计 449 页。这些外文本、少数民族语本和
上述4大版本相比，到底有何区别？它们在国外
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到底如何？
这都是一个有待开掘，并作深入研究的学术课
题。

中青社在 2000 年和 2004 年，人民文学出版
社在 2005 年，都曾经再次出版过《红旗谱》。他
们所依据的版本皆为 1957 年 11 月初版本。其
中，中青社所依据的版本为 1958 年 1 月第 1 版，
1962年8月北京第12次印刷本，并参考其他版次
的本子。其实，1958 年本也就是 1957 年初版
本。而在所有的版本中，1957年初版本为最佳善
本。这样，中青社和人文社再次出版《红旗谱》，
也就为红色经典的研究、流传与普及提供了最佳
文本。

二
在《红旗谱》的4个版本中，1959年本和1966

年本在初版本基础上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而修
改最大的当属 1978 年本。总体上看，《红旗谱》
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关于朱老忠回家乡
时间的修改，包括岁数、年月等；关于“脯红鸟”事
件的修改；关于朱老忠回乡后思想变化过程的修
改，主要是强化了党性不断觉醒的过程；关于朱
老忠临终前遗愿的变化；朱老忠对张嘉庆中弹后
的反应；关于严志和形象的再塑造；关于小魏的
改动；关于配合党的路线、方针问题；关于批判盲
动思想问题（参见龙瑶《〈红旗谱〉版本研究》）。
这些修改有些是很有必要的，比如，修改朱老忠
回乡时间及岁数，是出于合乎事理逻辑的需要，
对小魏家庭情况及最终遭遇的修改也是合乎人
性规律的。但是，有些修改是不成功的，特别是
那些配合政治需要而任意拔高人物形象的修改，
都是值得商榷的。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艺术价值，同时又紧跟
政治形势的文学作品。自从面世以来，就存在着
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极力赞誉之声与极端批判
之音。赞誉者称之为“英雄的史诗”、“气壮山河
的革命史诗”、“红色经典”，贬之者称之为“反动
小说”、“反革命的辩护词和自供状”、“每一页都
是虚假和拙劣的”。“文革”时期对该著的批判，着
眼点显然不在艺术体系，而在动辄就上纲上线的
极端政治思维。比如《向反动小说〈红旗谱〉〈播
火记〉开火》（《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1970年1月
2 日）。新世纪以来，类似“文革”时期的极左批
判之声依然存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认知依然打
印着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但是，其批判的着眼点
已经由外转向内了，比如王彬彬的《〈红旗谱〉：每
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
分析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因为有其先天性的缺陷，所以必然引来批
评，比如王彬彬的批判；因为仅仅配合党和国家
的政治形势，所以，政治意识波动的潮汐必然在

对于《红旗谱》的评价上有所反映，比如《评为王
明反动路线招魂的〈红旗谱〉〈播火记〉》（冀红
文）；因为有其不可取代的文学价值及文学史意
义，所以必然引来赞誉和捍卫其经典地位，比如
王之望、闫立飞的《“酷评”难撼经典大树》（《文艺
理论与批评》2013 年第 1 期）。但是，笔者觉得，
无论否定还是肯定，都应当从学理上给予分析与
评判，切不可意气用事，只凭一时之快。

王彬彬对《红旗谱》的某些历史细节、生活场
景论证方面，从艺术角度对文本体系的分析方面

（比如，对人性、人情的分析），都是有一定道理
的，可是，他的分析和判断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
观臆断的、近于全盘否定式的思维模式。他的批
判有点类似“鸡蛋里挑骨头”，其酷评显然不具有
学术建设性。另外，因为包括梁斌在内的这代作
家尚不具备——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机会、没有
条件深入思考文本的艺术问题——在政治与审
美之间建构自足艺术体系的足够能力，或者说他
们尚不能在艺术手法和审美理念方面寻找到更
加切合自有经验表达的艺术形式，所以，其作品
也就必然存在着一些经受不住艺术规律检验的
章节，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种基本的历
史事实，即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地位的整体性提
高及思想意识的逐渐觉醒，第一次在国家政治层
面上得到显现；其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及翻
身解放的历史意义，第一次在主流文学体系中得
到集中体现。作家表现这种巨大的历史变迁及
一位农民阶层的精英逐步成长为英雄的过程，尝
试以史诗艺术框架书写乡土中国弃旧变新的过
程，特别是记录处于最底层的农民阶级由沉默、
觉醒、反抗再成为国家主人翁的演变过程，其地
位及价值都是不该被轻易否定的。

王之望和闫立飞从“黑白不分”、“断章取
义”、“真假莫变”、“思维错乱”等方面，对王彬彬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与批判，代表的自然是持
稳健而又传统观点的学术一派，其立场和观点自
然是维护《红旗谱》的经典地位和价值，对其所展
开的阐释与维护也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合法
性。但是，在认定、诠释其经典地位及价值时，也
不能一味对其缺陷避而不谈。艺术永无止境，没
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企图随便贴上一枚标
签，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完成经典认定的做法，都
是不可取的。

三
文本是一篇或一部作品的存在形式，是一个

包含着特定审美意蕴、具有开放性语言结构的符
号系统。很明显，它首先是一种语言结构，但它
又往往不是作为一种确定意义的语言载体而存
在的，而表现为更为多元的开放性，也即罗兰·巴
特所言：“文本是一种延宕，其范围就是能指部
分”，“文本是一个复数”，“文本只能在一种运动
中，一个生成过程中被感知”（《文本与作品》）。
文本可以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穿行，与其他文本交
融于一体，展开对话，既可以生成意义，达成理
解，也可能相互排斥，相互消解。也就是说，它的
存在是独立自主的，既有着完整而丰富的表意体
系，也表现出了突出的互文性。

以此而论，《红旗谱》也是一个自主而开放的
文本，它依然等待后人去评定，去改写。作家本
人通过屡次修改不能超越前文本，这就给后来者
提供了对之进行再次创作的空间，从而具有衍生
出更多文本的可能性。从目前的改写文本看，梁
斌首先完成了对其初版本的改写，但是，受历史
境遇、审美视野的限制，其改写多半是不成功
的。这给作家修改历史文本提供了一个宽广的
艺术空间。目前，该著只在影视艺术领域内实现
了较为成功的改写，属于普及性的、带有消费色
彩的大众文本，其审美性、文学性被大大地弱化
了，而真正语言艺术上的文本还没有出现。

对于如何改写《红旗谱》，如何创造出更多的
文本，我们不妨以寇挥对《创业史》细节的改写为
例，对之稍加探索。

我们知道，《创业史》中涉及到了众多人物、
场景，而这些被柳青遮蔽的内容和没有进一步展
开的情节，都可以成为作家们改写的对象。《黑夜
孩魂》（《延河》2002年第4期）以第一人称“我”为
视点，叙写了两个不幸者的不幸故事，流露了浓
郁的人道主义情怀。而我们知道，在柳青的《创
业史》中，素芳是一个受尽磨难，遭受侮辱的妇
女。她先是被流氓诱奸而不幸怀孕，下嫁给王二
直扛的儿子（屡屡遭受其毒打），后又遭受富农姚
世杰的强暴，但是，柳青对她及孩子的生命际遇，
她作为弱者和被欺凌者隐秘的心灵世界，并未给
予全面而深入的开掘。寇挥接续文学前辈柳青
未完成的事业，以哀怨、感伤、控诉的叙述语调，
以人性、人情为叙述的参照点，既复活素芳母子
的生命，也批判了不公平的世界。小说前半部分
是素芳孩子的诉说，后半部分是素芳本人的诉
说。小说先从素芳怀孕的孩子说起，继之，作者
通过叙述人之口，发出了控诉与批判的声音，讲
到了自己的失子之痛。笔者觉得，在其对苦难命
运的诉说中，作家不但还原了柳青在《创业史》中
当时受时代语境限制而没有表现到位的“素芳形
象”，也超越了那个年代柳青对人性、人情的思考
深度。从这点看，他的改写是成功的。

“文本改写”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方式，是富
有难度和艺术限度的。它决不是随意的修修补
补，也决不是毫无原则的后现代式戏耍，它是一
种严肃的再创作。假如将来有人对《红旗谱》的
部分内容进行改写，他所要遵从的艺术原则至少
有：主体审美意识而非主流大众意识成为改写的
第一动力；尊重原著而又不受制于原著成为改写
的基本前提；文本场域而非世俗理念（非文本场
域）成为人物合法性存在的支撑；创新艺术手法、
拓展表现领域而非据守老旧体系成为改写成功
的关键；人性人情而非其他成为改写聚焦的重
心；向善趋美而非赏丑慕恶成为永恒的主题风
尚。

四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 《红旗谱》 的手稿，

但从不同的笔迹可以断定，它又不全是原件。
其中，用工整的小楷写成的部分很明显不是梁
斌的手稿，应属于他人的手抄稿 （如第 1 页、
第2页），然而，作家以此为模本进行改写或增
删，又留有作家本人的墨迹，也可看做一种特
殊形式的手稿。因此，这份手稿也并非纯粹意
义上的原件，而是由他人的手抄稿、作家本人
的原稿组成的一份文献。无论是手抄稿，还是
亲笔手稿，都留下了梁斌改动的印迹 （分别用
蓝笔和红笔进行文本修改），既记录了作家殚精
竭虑地进行手稿修改的精神劳动过程，也呈现
了作品最终物化成稿的演变过程。当然，不能
看到完全意义上的 《红旗谱》 手稿 （第一文
本），也是一种遗憾。

作家对这份手稿的修改，首先要考虑标点
符号是否准确，句子是否文从字顺，篇章结构
是否合理，比如，手稿第一页第一句话原来是

“这不是一个梦！”且独立为一段。在初版本
中，这句话就被去掉了。按照我的理解，这句
话既可保留，也可删除。无论保留还是删除，
都各有利弊。若保留，能使叙述者 （作家） 有
一个叙述情感上的起伏落差，能够充分表达叙
述人、作家的情感意义；若去掉，能使得叙述
更加干脆利落，宛若一个活生生的生活场景，
自动呈现在读者面前。“平地一声雷，震动锁井
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
古钟了！’”人物、故事直接登场，内容、主题
开门见山，给读者的阅读冲击力很大。再比
如，第 82 页对标点、文字、句子修改得很多，
体现了梁斌在“文从字顺”方面的自觉要求。
手稿中这么多的圈圈点点，足见作家当年从事
写作、修改直至出版的艰辛程度。第84页近乎
全部被删除，仅仅保留了几句话的内容。删除
的原因主要出于段落结构是否合理方面的考虑。

其次，侧重考虑人物的对话、行动是否合
乎性格发展逻辑，主要人物的思想是否有一个
渐进的发展。从这个目标出发，手稿中的修改
文字多是一些修饰性的、叙述性的句子。通过
这些修改文字，读者能明显感觉文本中的人物
由形象单薄转向立体、丰满的过程。也就是
说，通过阅读梁斌的手稿，我们可以看到形形
色色的人物形象经过作家的修改是怎样一步步
变得立体、丰满的过程。比如第1762页，既用
蓝笔增加了表现“老兵”神态、行动的文字，
增加了张嘉庆和“老兵”对话的文字，同时，
又用红笔对有关朱老忠对话、行动描写的文
字，进行修改或增删。经过这两方面的改动，
张嘉庆、朱老忠、“老兵”三者之间在情感、阶
级方面的关系更加明朗，更加立体化而又贴近
生活实际地展现了出来。从笔迹看，这页手稿
肯定不是一次修订完成的，至少改过两遍，才
最终定稿成了这页手稿样态。总之，透过这些
修改痕迹，读者至少能看到 《红旗谱》 中的人
物形象怎样在作家笔下逐渐变得性格丰满的变
化过程。

当然，手稿与初版本、再版本相比，确有
一些缺陷，正因这些缺陷在此后的版本中，才
被作了合乎事理逻辑的修改。比如，手稿第 1
页“那时朱老忠才十几岁”，初版本改为“那时
小虎子才十几岁”，后几个版本又改成“那时小
虎子才十五岁”，这些看似细小的修改，都值得
细加辨析。将手稿中的“朱老忠”改为“小虎
子”，符合大众一般的认知特点。后几个版本
中，将“十几岁”改为“十五岁”，这是照顾到
人物的成长规律。初版本提到“那时小虎子才
十几岁”，“二十五年后的一个春天”，朱老忠返
乡，其岁数为45岁，按照正常规律推算，若保
留“十几岁”字样，显然不合乎逻辑，所以，
作家才在此后几个版本中将之改为“那时小虎
子才十五岁”、“三十年后，在一年的春天，从
关东开进一一二次列车，直向保定驶来”，经过
这一改，也就合乎事理逻辑了。

作家的手稿既有无不取代的文物价值，又
有深远的文献 （研究） 价值。手稿研究所面对
的对象是“物质上的第一次文学现象”，而文学
馆藏有的 《红旗谱》 手稿，其样态又很复杂。
它是作家亲笔手稿和他人的代表手稿交叉一起
形成的文献。也就是说，这套手稿的部分页码
是他人从真正的手稿抄写而来的 （即“另笔手
稿”），而真正的第一现场意义上的亲笔手稿还
没有进入研究者视野。目前，关于 《红旗谱》
手稿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一个空白状态。笔者
在这篇文章中，只是以简单介绍及粗略研究的
方式，向学界及大众读者初步透露一些史料方
面的信息，期待后来者能结合版本学、目录
学、校勘学、文学史学方面的知识，对其重新
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红旗谱》的版本体系、
文本改写和手稿样态

□晓 珂

茅盾看《红旗谱》
□钟桂松

在读茅盾有关文章时，忽然发现，新中国成
立后在政治上十分谨慎的茅盾，他的文学评论
却充满文学意味，用笔很放开，从而显得十分精
彩。尤其是茅盾不想发表，边看边写，随看随写
的那些没有连缀起来的评论文字，更加让人感
到茅盾的博大精深。茅盾去世后发表的关于

《红旗谱》的那些文字，就是这样精彩的评论。
《红旗谱》 是著名作家梁斌 1957 年出版的

长篇小说。梁斌是从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
命作家，所以他的小说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曲
折，语言富有乡土气息，充满了那个时代的革
命色彩。当时，《红旗谱》 第一部在 1957年 12
月一出版，立刻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茅盾1960年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的
一篇文章中，曾经高度评价《红旗谱》的艺术
风格，他说：“从 《红旗谱》 看来，梁斌有浑
厚之气而笔势健举，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而不求
助于方言。一般说来，《红旗谱》 的笔墨是简
练的，但为了创造气氛，在个别场合也放手渲
染；渗透在残酷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场面中的，
始终是革命乐观主义的高亢嘹亮的调子，这就
使得全书有浑厚而豪放的风格。”这是茅盾对

《红旗谱》的艺术风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然而，1958 年 5 月 16 日，茅盾第一次读

《红旗谱》 时，边读边记，随手记下的读书时
的感受，就显得更直接，有好说好，不足的地
方，指出也是直截了当。也许因为这个原因，
茅盾读《红旗谱》第一部时，随手记下的文字
没有及时发表，直到 1984 年才公诸于世。但
是，在这个没有连缀起来的文字里，我们更能
看到茅盾阅读时的真性情。首先，茅盾对在阅
读过程中感到印象深刻的，随手写来，充分肯
定，如“朱老巩 （老忠的父亲） 形象给人印象
相当的深刻。”“严志和及其两子——运涛、江
涛，在书中所占篇幅较多。但，运涛在后半部
书中就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江涛。这三个
人的形象给人相当深刻的印象。”“严志和的形
象很清晰，有个性，在书的前半，他比二子写
得好。严妻形象不深刻。”在茅盾看来，形象
不深刻印象不深的，都是没有个性引起的。朱
老忠的妻子着墨不多，“但给读者印象比严妻
深刻”。因为“朱妻有个性”。“春兰写得好，
有个性”。同样的问题，对春兰和严萍两个人
物，如何体现个性和不同之处，茅盾认为，

“严萍——为什么会走向革命？她不像‘五
四’后一些小资青年有婚姻不自由、家庭压迫
等问题，似乎只因为她是青年，因为父亲是开
明的，因为她爱国。她是个善良的少女，可
是，在三角恋爱中她何以决然选择了江涛，没
有深刻的心理分析。……作者写她，基本上还
是用写春兰的笔法。春兰活泼，带点辣；严萍
亦然。换言之，作者并没写出两个不同的个性
的少女。”人与人的不同，也都是个性的不
同。茅盾在这一天的读书笔记里，除了对人物
形象的刻画进行臧否外，还对环境描写给予肯
定，认为“作者写环境 （自然环境），比较还
好，能够配合故事的发展；一些细节描写也不
是闲笔而是表现了人物性格的 （例如老驴头杀
猪等等）。”而对《红旗谱》里使用方言，茅盾
自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文学语言——用
方言，有好处，也有副作用；有新鲜活泼处，
但也有词汇不够丰富处；语法大众化，但也有
单调，少变化之病。方言语法——也是多变
的；我不知冀中是否如此，我家乡 （太湖流域
三角洲） 却是如此。”茅盾的这个感觉，1959
年梁斌自己在谈创作体会时也说到过：“有些
地方用了过于狭隘的地方方言，使有些地区的
读者不大容易读懂。”当时有人称赞 《红旗
谱》 是一部史诗，茅盾则认为，“ 《红旗谱》
场面不够伟大”，还有“不够反映历史的毛
病”，所以还没有达到史诗的高度和广度。但
是，“和 《林海雪原》 比较，《红旗谱》 较
胜”。 5月4日茅盾刚刚看完 《林海雪原》，然
后紧接着读 《红旗谱》，所以在 5 月 16 日的笔
记里这样写道。


